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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全球化：新冠疫情与中国的
外部经济环境

＊

钟飞腾

［关键词］　新冠疫情；疫情大萧条；全球价值链；新发展格局；去全球化；慢全球化
［摘　要］　新冠疫情冲击与历史上的危机有重大区别。它既是一场全球流行病造成的危机，
同时也导致全球化的重大不确定性。“去全球化”实质上主要是指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大调
整，然而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历史上的全球化发展水平也有起伏，我们不能以目前超
级全球化的水平来推断全球化发展前景。运行良好的全球化需要政治动力，而中美权力转
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将改变全球化的政治动力。由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地区
经济，因而传统上在全球层面展开的全球化将变得更加侧重于区域合作为特色的全球化。新
冠疫情也表明，全球价值链将更加重视安全因素，这也会缩短和减缓全球层面的全球化水
平。疫情加剧了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延续了中美贸易摩擦催生的大趋势，即国际经济关系的
进一步地区化。中国在步入后疫情时代之际，提出建立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运行多年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向终结。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也
促使中国学术界重新思考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联。
［作者简介］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关于全球化发展前景的讨论持续热化。多数学者认为疫情进一步加剧全
球化退潮。例如，郑永年认为，由于各国都试图收回经济主权，部分产业链将迁回发达国家，疫情之
后全球化进入 “有限全球化”阶段。①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学者姚枝仲认为，“疫情过后，短期内全
球化进程仍将倒退，且倒退幅度和速度可能比疫情前更大”。② 英国一贯倡导全球化的 《经济学人》
周刊，也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６日这一期中发出了 “告别全球化”的哀叹。③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全球
化仍将继续发展。例如，中科院地理学学者刘卫东认为，新冠疫情不会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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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变的只是国家的开放程度。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者王栋认为，经济规律与技术决定了疫情不
会导致逆全球化，“再全球化”将加速到来。② 台湾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认为，目前各种对全
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具有明显的盲点，也有不少因素制约逆全球化。③

有两项因素可以进一步帮助理解上述分歧。一是与历史上哪个时期的全球化水平相比，二是全球
化的动力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还是不同国家力量的组合。下文的数据和分析将表明，以贸易占ＧＤＰ
比重衡量的全球化水平，１９世纪末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年均接近１２％，２０世纪后半期的第二次全球
化时期则超过１６％，在所谓的 “去全球化”时期不足７％。如果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发展相比，那么新冠
疫情冲击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全逆转。从引领和支撑全球化的政治动力看，美国虽然放弃对 “超级全球
化”的领导，但也在构建新的全球化，而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退回到孤立主义状态。
同样重要的是，在评估卫生健康产业全球化威胁本国经济安全时，也要注意区分不同类型产品的

价值链。对疫情冲击下的医疗用品全球产业链研究表明，虽然离岸生产仍是未来个人防护用品的一个
重要特征，但区域供应链将是未来分散风险的一个重要机制。④ 而且，在美国收缩时，世界更加期待
中国发挥重大的作用，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事实上将成为新型全球化的领航者，并且更加重视维护
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和价值链。⑤ 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发展前景面临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全球化发
展的政治和安全逻辑被揭示得更为清晰，全球价值链将缩短距离，充分重视地区内企业间的多样化联
系。全球化虽受制于各国的政策选择，且各国相比以往更加重视安全因素，但全球化总体上难以发生完
全逆转，而是进入一个区域融合加速、全球层面放缓的慢速发展阶段，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也在调整。

一、新冠疫情冲击与全球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新冠肺炎疫情首先是一场公共卫生健康危机。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１日，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作为一场全球性流行病，它的发展演化体现出流行病学曲线的一般规
律，即传染病感染者的数量遵循钟形曲线，先上升，后下降。⑥ 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未见顶。
如图１所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２日，全球新冠肺炎现有确诊病例 （确诊病例减去治愈病例）仍接近

７８０万，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态势，而中国现有确诊病例下降至５　０００多人，仅为顶峰时期的８．９％。

６月７日国新办发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将２月２１日至３月１７日列为中国抗
击疫情的第３阶段，白皮书强调，“全国除湖北省以外疫情形势总体平稳，３月中旬每日新增病例控
制在个位数，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⑦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ＷＨＯ宣布疫情是全球大流行
病。到３月３０日，中国现有确诊病例占全球的比重首次跌破１％，这意味着疫情的 “去中国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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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下旬全国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首次使用了 “后疫情时代”一词。① 当
前，中国已经步入 “后疫情时代”，但全球却仍处于疫情之中，并且出现了向发展中地区大规模扩散
的趋势。７月上旬，巴西的确诊人数开始超过欧洲，８月上旬印度确诊人数超过欧洲。

图１　全球与中国境内新冠肺炎现有确诊病例情况②

由于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和世界银行多次下调世界经济发展前景
的预测。６月１８日，世界银行发布半年期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增速为负增
长５．２％。６月２４日，ＩＭＦ在更新 《世界经济展望》时将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为负４．９％。世行报告
认为，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衰退将是史上第四大、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如图２所示，比此次
严重的其他三次经济危机分别是１９１４年衰退 （人均经济增长率负６．７％）、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大萧条 （人

　　

图２　１８７０年以来的ＧＤＰ增速与人均ＧＤＰ增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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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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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经济增长率３年合计为负１７．６％）和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危机 （人均经济增长率两年合计为负１５．４％）。
但世行还强调，此次危机的波及面为全球最广，全球９０％以上的经济体将遭受经济损失，而１９３０—

１９３２年大萧条时期只有８５％。《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进而认为，这次危机是唯一一次由大流行病导致
的大衰退。① 目前，全球确诊病例已从两大机构发布预测时的９００万发展到超过２　３００万，因而两大
机构对疫情后世界经济的评估仍过于乐观。

学术界有关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研究的系统性成果表明，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陷入大萧
条，恢复到危机前正常状态需要８年以上。２０２０年８月初，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
（Ｃａｒｍｅｎ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发表在 《外交事务》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该文的一个重要论断是，新冠疫情将
迫使许多国家陷入 “疫情大萧条”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２１年全球经济反弹并不等于复苏。由
于１９世纪中叶以来的历次大衰退中，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用了８年时间才恢复到危机以前的
水平，“疫情大萧条”后世界经济最终复苏至２０２０年初的水平需更长时间。② 莱因哈特将疫情引发的
经济冲击命名为 “大萧条”非同小可，因为在世界经济中 “经济衰退”比较常见，而 “经济萧条”并
不常见。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早在１９９５年即提出，鉴于１９２９年大萧条的影响如此之深广，绝大
多数的国家牵涉其中，因而 “理解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圣杯”。③ 以此类推，“新冠萧条”变成了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分水岭式的事件。

二、以地区化为核心特征的慢全球化

在讨论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发展前景时，出现了诸如 “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等全球化动
力衰弱的表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将当前全球化与有史以来融合水平最高的 “超级全球化”
时期作比，人们日益担忧正在到来的全球化正面临退回到孤立主义的风险。不过，如图３所示，如果
我们将学术界普遍公认的第一次全球化作为比较基准的话，就容易发现，即便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全
球化仍在继续发展，只不过从速度和范围上有所收缩，在动力机制上正在发生新的调整。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１８７０年至１９１３年为第一次全球化。④ 在这一时期，如图３所示，货物出口

占ＧＤＰ比重最低值为１８７０年的９．１％，最高值是１９１３年的１４．０％，持续４３年的第一次全球化时期
出口占ＧＤＰ的平均比重为１１．５％。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启了以关贸总协定 （ＧＡＴＴ）为核心的自由
贸易秩序，但是直至１９７９年货物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才超过１９１３年水平。１９７９年以来的货物出口发
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即我们多数人认可的第二次全球化——— “超级全球
化”。⑤ 如果以货物出口占ＧＤＰ比重衡量，１８２７年至２０１４年的近２００年间均值为１０．９％。其中，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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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２０，７８ （２）：１５１　１８４；Ａｌｉ　Ｆａｒａｚｍ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
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Ｍｏｄｅｓｔ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６９ （６）：１００７　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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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早期的１９４７—１９７８年间均值为９．５％，１９７９—２０１４年间的均值为１６．１％ （按世界银行数据为

２４．０％）。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人们担心的是，未来是否会回到１９２９年大萧条引发的贸易
崩溃，即学术界普遍称作 “去全球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出口占ＧＤＰ的年均比重为６．８％。

图３　世界出口占世界ＧＤＰ的比重 （１８２７—２０１８年）①

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表明，它在时间和空间范畴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全球各个地方也并非均质
发展。② 根据最新考证，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７０年代，有关 “全球化”的讨论沿着两种不同的线索
往前发展，一种是研究知识如何在全球普及，一种是从经济角度研究欧共体的扩张。在新自由主义范
式的推动下，“市场的全球化”的观点日渐盛行，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成为主导性话语。③ 图３数据
表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全球化”一词最初被使用的时候，贸易占ＧＤＰ水平恰好处于历史最低阶段。

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化”作为描述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水平加深的表述，在公众和学术讨论中产
生了爆炸性的力量。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影响力最初主要发生在美国，冷战结束后才传播至全球。进
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认为，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分为 “冷战秩序”和冷战
后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两个阶段。从２０１６年开始，美国单极主导结束，标志着 “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已衰落。④ 因而，从权力政治角度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只有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在全球展
开，在此之前美国推行的全球化，其范围只是在盟国之间，并不涉及社会主义集团，第三世界或者说
发展中国家在很长时间内也不讨论这个题目。

中国学术界了解 “全球化”表述比较早，但中国政府不仅比较晚地接受全球化，而且更侧重于经
济全球化。１９８２年，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宦乡在世界经济形势讨论会上提出，西方国家长期经济增长

①

②

③

④

资料来源：ＦＨ数据来自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ｑｕｉｎ　＆Ｊｕｌｅｓ　Ｈｕｇｏｔ，“Ｔｗｏ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１８２７－２０１４”，ＣＥＰＩ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６；世行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全球化的关键概念》，周云水等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Ｐａｕｌ　Ｊａｍｅｓ，Ｍａｎｆｒｅｄ　Ｂ．Ｓｔｅｇｅｒ，“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ｆ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１１ （４）：４１７　４３４．
Ｊｏｈｎ　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Ｆａｉｌ：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２０１９，４３ （４）：７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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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不妙，是因为他们 “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提出全球性的解决办法”。① １９８４年，西奥
多·莱维特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Ｌｅｖｉｔｔ）发表的 《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也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很长时间内该文
被西方世界认为是 “全球化”的发刊词。② 不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直至１９９６年夏季才正式在重要讲
话中使用 “经济全球化”的表述。③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载入了 “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仍然坚持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表述。④ 党的十七大报告不再提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使用了 “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的表述。⑤ 按照世界银行数据，

１９９６—２０２０年间全球出口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年均比重为２７．６％。正是在此高水平的全球化环境中，

中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政府也把自身界定为全球化的积极维护者。

在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舆论出现了 “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 “去全球化”

潮流。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这些术语的群体其实并非同一个，其所指的对象也有较大差异。“反全球
化”和 “逆全球化”的主体则主要是发达国家内部的中低收入者，这部分群体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
化，但是要比 “去全球化”走得更远，从地区退回到国内，并且将部分责任指向从全球化受益的中
国。这部分力量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是全球化 “中心”地带的反体系运动，与以国家为中心度量的
全球化还有所不同。而坚持 “去全球化”的学者，其政策主张有两点，一是在全球层面解散布雷顿森
林体系，改建被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二是南方国家应该坚持自身的价值体系，重视本地区内的
机制建设。⑥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方面坚持融入 “经济全球化”，但同时也坚持要建设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中国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但也有一定程度上的 “去全球化”，后者
所指的 “全球化”，主要是美国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全球化。反过来说，美式全
球化的衰落并不一定导致中国所主张的 “经济全球化”的消亡。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夕，权威经济史学
家和国际商务研究均认为，当今世界并未经历广泛的全球层面的 “去全球化”，不过全球化日渐受制
于政治力量对比。⑦ 在美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后，中国外贸占ＧＤＰ的比重仍高于 “超级全球化”

时期的平均水平，而且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仍在上升，并有超过美国的态势。

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综合性的衡量全球化水平的指标，以便更好地测度全球化减去 “去全球化”
“逆全球化”和 “反全球化”之后剩余的部分。有两份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综合性的全球化水平。

第一，２０１８年版的ＫＯＦ全球化指数。ＫＯＦ指数是学术文献中引用广泛的一种测度全球化水平的指
数。在２００６年第一版基础上，２０１８年版不仅增加了不少变量，而且还考虑了距离、强度和贸易网络
的影响。正如前文已经广泛指出的，通常我们用总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全球化
水平，但这种方法没有区分区域内的贸易和更远距离的贸易的差别，后者更接近全球化的通常含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宦乡：《当前西方经济形势———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在世界经济形势讨论会上的讲话》，《世界经济》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美］西奥多·莱维特：《市场的全球化》，《外国经济与管理》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江泽民：《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防范工作》 （１９９６年８月６日），载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５３８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８日），载 《江泽民文选》，

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６６页。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５日），

载 《胡锦涛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６５０页。

Ｗａｌｄｅｎ　Ｂｅｌｌｏ，Ｄ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ａｓ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４．
Ｋｅｖｉｎ　ＨｊｏｒｔｓＨｊ　Ｏｒｏｕｒｋ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２０１９，７９ （２）：３５６　３８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Ｗｉｔｔ，“Ｄ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９，５０：１０５３　１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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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应当赋予更高的权重。结果显示，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５年间，经济全球化水平有所进展，社会全球化
进展更快，但政治全球化相差不大。① 第二份颇具参考价值的是西班牙学者研究的埃尔卡诺全球存在
感指数 （Ｅｌｃａｎ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综合了经济、军事和文化层面。按照这一指数，１９９０年以
来的全球化可以分为３个阶段，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的 “去全球化阶段”，指数年均下降了０．７％；１９９５—

２０１１年整个时期全球化水平年均增长２．７％；２０１２年以来年均增长不到１％。依据这一现实，该文认
为世界并未经历 “去全球化”，而是有所放缓，更像是 《经济学人》周刊所宣扬的 “慢全球化”
（ｓｌｏｗ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全球化的层面和动力有所变化，例如经济层面有所下降，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还在
继续上升。此外，该文还强调，所谓全球化进程，更准确地说是几个区域化进程的组合，即区域内联
系的增加，而不是一个 “真正”的全球进程。②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当前正在到来的全球化新阶段是一种区域融合加快的 “慢全球化”。一方面，
全球化的政治动力正在发生转变，美国不愿继续扮演美式全球化的领导者，中国虽然没有领导美式全
球化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但中国一以贯之推进 “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因此，未来的全球化发展
不会重蹈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大萧条的覆辙。基于对１９２９年大萧条的政治学研究，学术界提出了霸权
稳定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霸权国家，如果崛起国没有意愿、守成国丧失能
力，那么世界经济就会陷入大萧条。③ 虽然美国有实力无意愿，但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
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却既有实力也有意愿推动新型全球化，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因而可以避
免霸权真空导致的 “金德尔伯格陷阱”。④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更多分布于区域，因而
未来全球化更可能呈现出多种区域化特征。
另一方面则是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 “休克”和人员隔离，也改变了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安全 （政

治）和发展 （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几乎所有的
发展中国家企业都希望参与到发达国家市场中，以此获取高额利润，因而企业不断地拓展和深化产业
链，在确保最低限度安全供应基础上降低成本。新冠疫情发生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被迫
大幅度压缩，各国企业纷纷转向本地区的供应商，安全与风险的重要性开始超出对利润的重视。对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也发现，在包括新生产技术、自动化应用增加、更高要求的监管以及消费者更
加重视环保和缩短交货时间等新因素刺激下，企业也更倾向于选择供应链本地化。⑤ 此外，各国政府
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因而政府的权责比以往扩大了，侧重于人身安全的经济和社会
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也随之上升。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传统上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因
而在全球层面展开的贸易也不再那么必要，尤其是本地区富裕国家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消费市
场，这就减少了长距离贸易的必要性。而在安全和地缘政治领域，一个普遍的规律是距离越远，安全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ｖｉｎａ　Ｇｙｇｌｉ，Ｆｌｏｒｉａｎ　Ｈａｅｌｇ，Ｎｉｋｌａｓ　Ｐｏｔｒａｆｋｅ　ａｎｄ　Ｊａｎ－Ｅｇｂｅｒｔ　Ｓｔｕｒｍ，“Ｔｈｅ　Ｋ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９，１４：５４３　５７４．
Ｉｌｉａｎａ　Ｏｌｉｖｉé＆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ｒａｃｉａ，“Ｉｓ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　Ｗｅ　Ｋｎｏｗ　Ｉｔ）？”，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２０，

１７ （６）：９９０　１００７；据 《经济学人》２０１９年１月报道， “慢全球化”一词由荷兰未来学家阿德杰·巴卡斯 （Ａｄｊｉｅｄｊ
Ｂａｋａｓ）于２０１５年所创造，“Ｓｌｏｗ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Ｊａｎ　２６，２０１９，４３０ （９１２７）：１１．

对霸权稳定论的相关介绍可以参见钟飞腾：《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５期。

蔡昉：《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全球公共品及其提供方式和中国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Ｆｉｎｂａｒｒ　Ｌｉｖｅｓｅｙ，“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７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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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地缘影响力都将下降。

三、新冠疫情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地区化

２０２０年新冠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大萧条，不仅在冲击原因上与１８７０年以来的衰退不同，而且在国

际背景和传导机制上也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有重大区别。２０２０年的这场危机暴发时，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虽然贸易战暂停，但中美的大国战略竞争却进一步加剧，国际合作空前
缺乏，疫情也将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的下降，甚至导致经济的局部脱钩。① 人们普遍认识到中美经济
战将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调整，推动产业从中国和美国往东南亚转移。不过，中美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
同，美国仍然是东南亚最终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但中国已经发展为东南亚中间品的最大出口市场。②

新冠疫情进一步冲击了产业链和供应链，但分歧集中在以下问题：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能
否挺过此次疫情的冲击，率先复苏，并进而引领新型全球化？包括世界卫生界在内，国际舆论也寄希
望于中国能够在抗击疫情中发挥引领作用，甚至一些指责中国的声音也反过来证明，中国领先一步走
出疫情对产业链调整的巨大影响力。③ 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３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代表会议上
指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时期，中国面临着７项不利的国际因素，并宣布中国将
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④ 因而，与发达国家减少全球依赖不
同，中国仍然秉持两手都要抓的思路，虽然将更加侧重国内，但也重视国际的循环，力图形成双循
环。这种调整的方向之一是价值链的地区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的亚洲化。

为此，我们需要进行３种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一是将传统上以汇率法核算的经济总量转变为基于
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并充分挖掘巨大内需的潜在效力。早在２０１３年夏季，国际学术界就已
认识到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于当年底超过美国，从而结束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第一的
局面。⑤ 以购买力衡量的中国经济问鼎世界第一，不仅导致亚洲贸易格局从中日双中心转向中国为中
心，⑥ 而且促使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政策，奥巴马政府提出了 “亚洲再平衡”战略，并在２０１５年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的大调整。２０２０年５月，世界银行也在最新一轮基于购买力
的世界经济规模评估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力量转变。２０１７年全球经济总规模达到近１２０万亿美元，

占全球人口１７％的高收入经济体占按ＰＰＰ计算的全球ＧＤＰ的４９％，其中美国为１９．５万亿美元，而
中国为１９．６万亿美元。⑦ 按照国家统计局测算，２０１７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达到４亿人。⑧ ２０１９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周琪：《新冠疫情后再审视全球化下的中美关系》，《当代世界》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钟飞腾：《中美贸易摩擦与东南亚：一种价值链的视角》，《云大地区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ＶＩＤ－１９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２５　 ３１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３９６
（１０２４６）：２１３；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ＦＴ．ｃｏｍ，Ｍａｙ　２４，２０２０．

《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４日。

Ｂｒａｎｋｏ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　Ｌｏｎｇ　Ｅｒａ”，Ｊｕｌｙ　１９，２０１３，ｈｔｔｐｓ：／／ｂｌｏｇ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ａｌｋ／

ｅｎｄ－ｌｏｎｇ－ｅｒａ．
Ｃｈｕｎ－Ｃｈｉｅｎ　Ｋｕｏ，Ｄｅｎｇ－Ｓｈ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ｚｕ－Ｈａｎ　Ｙａｎｇ，“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ｉｎ－Ｈｕｂ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９，１８ （１）：１８５　１９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２０，ｐ．１．
《国新办就２０１８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发布会》，新华网，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ｔａｌｋｉｎｇ／２０１９０１２１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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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以购买力衡量则接近２万美元。从购买力意义上说，中国目前拥有全
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种转变是重新认识出口导向战略与中国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东亚经济体实

施有效的出口导向战略，其基础是东亚生产网络。日本经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现高速发展时，欧美
市场占日本总出口的４０％以上，到１９８５年缔结广场协议时曾接近６０％，此后欧美占比逐渐下降，直
至２１世纪初被东亚所超越。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和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是东亚地区经济的两个重要
转折点，前者推进了日本经济的亚洲化，后者则促使中国替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之后，中国也取代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的中心。① 但这种地
区内经济关系的转变，并没有改变东亚地区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即东亚整体上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市
场。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和贸易大国的贸易占 ＧＤＰ的发展趋势产生了明显的两极分
化，中国扩大内需使得国际贸易格局趋于平衡。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２００６年中国外贸占ＧＤＰ比重即
达到历史峰值６４．５％，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下跌态势，２０１９年，中国外贸占 ＧＤＰ比重为

３５．７％ （其中出口占ＧＤＰ的１８．４％），而２０１８年日本和美国分别为３６．８％和２７．５％，其中日本出
口占ＧＤＰ比重为１８．５％，美国为１２．２％。② ２０１８年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这是继广场协议和中国入
世之后美国最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之后，中国占美国贸易赤字的比重，从

２０１８年的４７．７％，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４０．３％。受新冠疫情冲击，２０２０年前四个月已经下跌至

３１．４％。③ 中美贸易战推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这意味着长期执行的出口导向战略走向终结。
第三种转变是中国对外贸易越来越体现出强国贸易的特征，尤其是贸易占ＧＤＰ的比重接近于美

国和日本的比例。一方面，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并不完全是纠正了双边贸
易失衡，而主要是对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从贸易力量上看，中国至少在一个方面不同于
美日贸易摩擦时期的日本。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日本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下降，但是目前中
国仍在上升，而美国却相对下降。ＩＭＦ提供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４月，中国进口占全球的１１．３％，
出口占全球的１５．５％。与２０１７年同期相比，中国进口占比从落后美国３．５个百分点缩小至１．２个百
分点，而出口占比则从领先美国４．６个百分点扩大至７．１个百分点。随着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
国，那么贸易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是必然的，这不能被视作是贸易全球化衰落的标志。此外，中国进
口占ＧＤＰ比重的上升速度很快。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２００６年，中国出口占ＧＤＰ比重为４６．０％，进
口占比２８．４％，两者差距甚大，２０１９年，出口和进口比重分别为１８．４％和１７．３％，已经接近于均
衡。在贸易平衡方面，事实上中国的发展趋势是接近于日本，未来有可能具有美国的特征，这意味着
中国将首先为东亚地区提供大市场，并且未来有可能为更多的国家提供最终需求市场。
结合上述三种新事实，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崛起将继续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分割，价值链

的亚洲化也在加速发展。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学术界发现，东亚地区仍然依赖于全球经
济，但要比北美和欧洲地区更加依赖于区域内的零部件贸易。④ 虽然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
并未马上变成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但就本地区中间品的出口目的地而言，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美
国。这一论断也进一步表明，近年来东亚地区贸易与全球贸易具有不同特征，虽然全球贸易放缓主要

①

②

③

④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Ｋｅ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２０１９，Ａｓｉ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２０１９，ｐ．２１２．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笔者根据ＩＭＦ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计算所得。

Ｐｒｅ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１，１０ （１）：６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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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纵向专业化的减弱，但东亚经济中的机械制造相关产业的纵向一体化仍在继续强化。①

在发达国家深陷新冠疫情之后，东亚原来内部运行中间品贸易，向欧美地区出口制成品以及获取订
单的模式将被迫进行重大调整，这个调整的力度要远大于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各方预期中国经济在
疫情后将呈现Ｖ型复苏，东南亚出现Ｕ型复苏可能性更大，而发达国家更可能是Ｌ型复苏。② 在这种
局面下，中国的能动性更加突出，而中国政府也在迅速调整政策，完善和拓展国内市场，确保产业链和
供应链稳定。同时，也加强和地区内国家的合作，共同维护区域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③ 东亚的企业有
可能加快接受东亚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推进地区内一体化的观点，收缩生产链，重点布局本地区。
中国最先走出疫情重灾区，外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成为观察地区经济形势的先锋。２０１９年１

月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２０２０年１月超过欧盟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２０２０年７月，
中国与东盟、欧盟、美国的贸易额分别为５８９亿美元、５８６亿美元和５５０亿美元，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
比，中国东盟贸易额增长５０亿美元，而中国欧盟、中美贸易额分别萎缩３５亿美元和３亿美元。④ 按
照区域划分的话，４月份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东北亚，即韩国和日本两国加起来成为中国最大的贸
易伙伴。从中期趋势看，东亚疫情将得到有效控制。如果地区内国家能同心协力，积极维护本地区内
生产链和供应链，减少对地区外最终品市场的依赖，重视和深挖中国新发展战略的潜力，我们也可以
预期 “１０＋３”的贸易额还会进一步提升。东亚地区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地区价值链的重构将对全
球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四、重建安全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

从整体上看全球化仍在发展中，多数衡量全球化发展水平的指数也表明，“去全球化”虽有体现，
但并未从根本上逆转全球化发展趋势。不过，各方也普遍认为，新冠疫情的确让人们认识到维护国家
安全、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的迫切性，安全因素上升正在加速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动力。阿诺德·沃尔
弗斯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早在１９５２年就提出了被后来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界定，即国家安全是一国对
不同价值观的排序，有很强的主观性。⑤ 与经济学研究将各类商品的价值浓缩为无差异需求曲线不
同，一国的安全多数时候是不能与其他价值相互置换的。有学者提出，新冠疫情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对
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的看法，价值正在重新排序。⑥ 因此，我们到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建构安全与国际
政治经济学理联系的时刻。

２０１６年以来美欧 “去全球化”进程正深入推进，支撑全球化的传统政治动力减弱。美国越发频
繁地以 “经济安全”的名义，通过增加临时关税的措施打击贸易对手。虽然从经济理性上看，这种
“贸易安全例外论”对美国是弊大于利，但归根到底这种行为是制度框架和政治博弈决定的，不完全
是经济合理性的结果。⑦ 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退出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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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ｓｃｕ，Ａａｄｉｔｙａ　Ｍａｔｔｏｏ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ｅ　Ｒｕｔａ，“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Ｃｙｃｌｉｃａｌ　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３４ （１）：１２１　１４２；Ａｙａｋｏ　Ｏｂａｓｈｉ　ａｎｄ　Ｆｕｋｕｎａｒｉ　Ｋｉｍｕｒ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ａｓｓé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ｏｔ　Ｙｅｔ”，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１８，１７ （３）：８６　１０７．

钟飞腾：《疫情之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逆势发展》，《世界知识》２０２０年第１３期。
《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经贸部长特别视频会议举行》，《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６月７日。

数据来自中国海关。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ｓ　Ａｎ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５２，６７（４）：４８１　５０２．
王正毅：《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Ｃｌａｕｓｓｅｎ，“Ｔｒａｄ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０，７２ （５）：１０９７　１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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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其实是采取 “以退为进”的策略，重新构造有利于美国的排他性全球化模式。① 最新的例
证之一是，２０２０年６月特朗普提出将Ｇ７扩充Ｇ１１的构想，在原有７国集团基础上加入澳大利亚、俄
罗斯、韩国和印度。以推崇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知名的美国学者约翰 · 伊肯伯里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不仅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构想，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将国际合作与国内福
祉重新联系起来。② 因而，美国的领导意愿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希望以新的形式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国
际地位。这就给中国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课题，一是美国一国能否完全瓦解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 “超
级全球化”，二是中国如何应对国家安全竞争加剧所导致的经济 “脱钩”风险。

新冠疫情激化了崛起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矛盾，全球化的支持性政治动力正在发生显著的变
化。中美双方在 ＷＴＯ层面的博弈充分表明中美对新型全球化的经贸规则已有不同的主张。从逻辑上
讲，美式全球化的衰落不能等同于所有其他类型的全球化的终结。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经济需要霸权国提
供公共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形成有效的替代。不过，发展中国家广泛分布
于各个地区，在权势特性和地理范围上显著不同于美国，因而这样的一种力量崛起将造成不同的全球化态
势。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这种经济地区化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因 “以邻为壑”产生的贸易集团有何不同？

新冠疫情还改变了安全和利润因素在企业决策中的权重，企业将倾向于优先确保价值链的安全。

在当代全球经济中，各类企业是经济交易的主体，但参与经济全球化 （或者区域贸易）的只是少数大
型的跨国公司，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是以承接这些大公司的订单加入全球生产链。制定企业战略的是
大公司，中小企业是战略的接受者。在 “超级全球化”时期，美欧主导的大公司服从股东利益最大化
逻辑。去年底，世界经济论坛提出了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宣言，但新冠疫情成了利益相关者资本
主义的试金石。③ 据报道，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竞选演说中，号召结束 “股东相关者资本主
义”，采纳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④ 尽管新冠疫情也使一部分公司ＣＥＯ质疑利益相关者这个提法，

但企业的确越来越看重利益相关者。因而企业的决策逻辑在发生改变，较少地关注短期利益，更加重
视长远利益和平衡各方的关系。由于未来企业可能将注意力从收入、利润和股东价值，转向更广泛的
环境、社会和治理 （ＥＳＧ）目标，那么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形态会接受更多的非经济内容，经济全球化
运行规则也必须变得更加包容。不过对中国的挑战仍然存在，即这样一种形态的全球化最终能否帮助
中国进一步发展壮大？

长期以来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当作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两个相互分离的子学科。⑤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事件以及２００３年的非典传染病，极大地提升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
机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大西洋两岸的学者是参与论辩的主要选手，讨论结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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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李向阳：《特朗普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３期；朱剑：《特朗普政府与自由
主义国际秩序：背弃抑或支持？》，《国际论坛》２０２０年第３期；杨双梅：《制度地位、“退出外交”与美国的国际制度
选择》，《外交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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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美国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丧失了对全球体系因素的关注，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观念的重视也不够，
因而需部分承担对大危机预警不力和话语权旁落的责任。① 如果说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 “对经济学
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关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联性的研究”。② 那么新冠疫情也将改变国际政
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显然，坚持全球化仍将继续发展的观点，不仅需要深入认识到
全球化的新旧动力，而且更需要进一步研判全球化的新动力会催生何种新的全球化样态。比如，在新
冠疫情冲击下，虽然物理性连通性下降，但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数字经济和健康经济等新内容引起
重视。③ 疫情有所缓解后，中国相继推动与新加坡、韩国、德国等国建立 “绿色通道”，以推进双边
经济合作，而绿色通道的范围和深度则取决于各国对疫情威胁的评估，这种评估势必需要平衡防疫和
经济重建的关系，重新思考安全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学理联系也成了一项紧迫任务。

Ｓｌｏｗ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Ｚｈｏｎｇ　Ｆｅｉｔｅ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ｅ－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ｗ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ｍａｊｏ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ｌｏ－
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ｂｕ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ｉｎｆ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ｒｉｓ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ｌ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ａｔｔａｃｈ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ｗｉｌｌ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ｒｔｅｎ　ａｎｄ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ｖｅｌ．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ｕ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ｅｎｄ．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ｐ－
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责任编辑　刘蔚然］

①

②

③

Ｄａｎｉｅｌ　Ｗ．Ｄｒｅｚｎｅｒ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Ｒ．ＭｃＮａｍａｒ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８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１ （１）：１５５　１６６．

［美］卡门·莱因哈特、肯尼斯·罗格夫： 《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綦相、刘晓锋、刘丽娜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ＸＸＩＩＩ页。

Ｐｅｔｅｒ　Ｊ．Ｂｕｃｋｌｅｙ，“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Ｃｒｉ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２０，３ （３）：３１１　３１４．


